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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莱维派是历史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形成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分

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受到数百年的宗教歧视和政治压迫。 土耳其共和

国建立后，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在解除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的同时，也

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体制和信仰体系造成了冲击，宗教传统的迅速衰落导致

该派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为摆脱边缘化的社会地位，阿莱维派寻求恢

复传统宗教文化和信仰体系，进而催生了阿莱维复兴运动。 随着宗教认同

的回归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阿莱维派开始提出政治认同诉求，导致阿

莱维问题逐渐凸显。 土耳其阿莱维问题是指阿莱维派追求宗教平等地位

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困境。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启动了阿莱维问题和解进

程，从法律层面推动阿莱维派组织的合法化，建立了阿莱维问题的和解对

话机制，从国家层面承认了阿莱维问题的存在，并在关键性议题上展现出

努力推动和解进程的积极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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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阿莱维派是历史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形成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①，该

派的信仰体系实际上混合了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苏菲主义、什叶派、基督教和

安纳托利亚地区原始宗教等多种文化和宗教思想。② 虽然阿莱维派起源更早，
但“阿莱维”（Ａｌｅｖｉ）③一词缘起于 １９ 世纪末，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才逐渐得到

普遍使用。 在土耳其，阿莱维派人口数量仅次于逊尼派，占土耳其总人口的 １０％ ～
１５％，④主要聚居在伊斯坎德伦（ Ｉｓｋｅｎｄｅｒｕｎ）、安纳托利亚高原等地区，约 ７０％居住在

城市。⑤

土耳其阿莱维问题是指阿莱维派追求宗教平等地位的历史过程和现实困境。

阿莱维派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也随之变化。 阿莱维派在奥斯曼帝国时

期曾遭受过数百年的宗教歧视，被奥斯曼帝国认定为“异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在基本解除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及其

不平等待遇的同时，也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体制和信仰体系造成冲击，其宗教传统迅

速衰落，导致该派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为摆脱边缘化社会地位，阿莱维派努力

寻求恢复传统宗教文化和信仰体系。 在阿莱维复兴运动兴起过程中，阿莱维问题逐

渐演变为土耳其社会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影响着当代土耳其国内政治走向。 ２１ 世

纪以来，土耳其政府为解决阿莱维问题提出了和解倡议，尽管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

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障碍，但和解仍朝着积极方向推进。 对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理解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少数群体问题。 本文试从阿莱维问

题的历史起源入手，考察现代土耳其政治发展与阿莱维问题演变的关系，分析阿莱

维派面临的主要挑战，解析阿莱维复兴运动的成因、方式和意义，进而透视土耳其正

义与发展党（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时期阿莱维问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对于阿莱维派的宗教属性问题，阿莱维派内部存在不同观点，传统派认为阿莱维教义仍属于伊斯兰教

范畴；现代派则认为该派宗教和文化内涵已超越伊斯兰教，属于混合型宗教文化。 参见 Ｔｏｒｄ Ｏｌｓｓｏｎ，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Öｚｃｌａｌｇａ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Ｒａｕｄｖｅｒｅ， ｅｄｓ．， Ａｌｅｖ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１９９８， ｐｐ． ５９－７３。

李艳枝：《土耳其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９ 页。
“Ａｌａｗｉｔｅｓ”和“Ａｌｅｖｉｓ”其意都是泛指“阿里的追随者”，“Ａｌａｗｉｔｅｓ”一般指涉叙利亚阿拉维派，或英译

为“Ａｌａｗｉｓ”；“Ａｌｅｖｉｓ”一般指土耳其阿莱维派。 这两个术语的拼写差异主要是由于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转写音

译为英语后的习惯用法区别，有的学者将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这些教派都称为阿拉维派。 但鉴于其起源和教义

等方面的差异，为示区别，本文采用土耳其阿莱维派的名称。 参见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４ 页。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 ｐ．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０７ ／ 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ｓｌｉ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Ｔａｈｉｒｅ 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ｍｒａｈ Ｇｏｋｅｒ， “Ａｌｅｖ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４， ２０００， ｐ． ９９。

Ｋｉｖａｎｃ Ｕｌｕｓｏ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ｌｅｖｉ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４１４．



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历史嬗变及其和解进程


题的和解进程及其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 土耳其阿莱维派与阿莱维问题的起源

从历史缘起来看，土耳其的阿莱维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而土耳其阿莱维问题

主要是随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变化而逐步产生的。

（一） 土耳其阿莱维派的历史缘起

“阿莱维”和“阿拉维”（Ａｌａｗｉｔｅｓ 或 Ａｌａｗｉｓ）的名称来源于四大哈里发之一的阿

里（Ａｌｉ ｉｂｎ Ａｂｉ Ｔａｌｉｂ），原意均为“阿里的追随者”①。 中东地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支

派较为繁多，除十二伊玛目派之外，还有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栽德派以及阿莱维

派等广泛地分布于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土耳其等国家。 虽然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

利亚阿拉维派拥有相似的教派名称，实际上却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什叶派宗教派别，

两派拥有各自独特的信仰体系，在宗教传统、教义、制度和实践等方面都存在明显

不同。

首先，作为历史范畴的土耳其阿莱维派，与历史上什叶派信仰相关的“基齐尔巴

什”（Ｑｉｚｉｌｂａｓｈ）和“贝克塔什”（Ｂｅｋｔａｓｈ）等概念存在密切联系。 在土耳其国内，用于

指称什叶派穆斯林的“阿莱维”一词起源于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土耳其共和国

建立后官方普及了该词的使用，阿莱维派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称谓。 而在此之前，一

般使用“基齐尔巴什”来指称阿莱维派，②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使用该词指称

效忠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土库曼游牧部落联盟。 在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话语中，“基

齐尔巴什”具有“宗教异端”的负面含义，后被帝国政府用来指称安纳托利亚高原东

部地区的阿莱维派穆斯林。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政府以中性的“阿莱维”一

词取代了具有歧视性色彩的“基齐尔巴什”。

贝克塔什是土耳其阿莱维派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制度化的教团组织。 贝克塔什

教团是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什叶派苏菲教团，由 １３ 世纪著名的苏菲派导师贝克塔

什创建，贝克塔什及其教团的基本教义此后成为土耳其阿莱维信仰的主要源泉之

一。③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贝克塔什教团被凯末尔政府取缔。

基齐尔巴什和贝克塔什都是现代土耳其阿莱维派信仰的重要源泉，但实际上两

者存在诸多差异。 基齐尔巴什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乡村地区什叶派的民间信仰，其

·９８·

①
②

③

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５ 页。
Ｓｔｅｆａ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ｌｅｖｉ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Ｍ．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ｉｍｏｎ Ｆｒａｓ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 ｐ． １２．
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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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安纳托利亚地区传统的宗教习俗；贝克塔什教团则是阿莱维信仰的制度化

表现形式，与奥斯曼帝国政府及其近卫军团“耶尼舍里”（Ｊａｎｉｓｓａｒｙ Ｃｏｒｐｓ）联系密切，

呈现明显的制度化和政治色彩。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随着贝克塔什教团的消亡，

阿莱维派失去了制度化教团的组织形式，教派社群需要依靠阿莱维派宗教导

师（Ｄｅｄｅ）①和宗教礼拜场所“杰姆” （Ｃｅｍ）②来维系信仰、传播教义和履行宗教

仪式。

其次，从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关系来看，实际上两派在历史起

源、发展演变、基本教义和宗教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叙利亚阿拉维派是 ２０

世纪被伊朗、黎巴嫩什叶派教法学家通过颁布法特瓦（宗教法令）而承认的什叶派支

派，其在历史上曾长期被逊尼派和作为什叶派主流派别的十二伊玛目派视作“异

端”。 公元 ９ 世纪，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巴克里·纳米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Ｎｕｓａｙｒ ａｌ⁃Ｂａｋｒｉ Ｎａｍｉｒｉ）在叙利亚创建阿拉维派，史称“努赛里教派” （Ｎｕｓａｙｒｉｓ）；伊

本·努赛尔去世后，阿布·赛义德·麦蒙·塔巴拉尼（Ａｂｕ Ｓａｉｄ ａｌ⁃Ｍａｙｍｕｎ ａｔ⁃

Ｔａｂａｒａｎｉ）③在当时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拉塔基亚（Ｌａｔａｋｉａ）地区定居和传教，奠定了

拉塔基亚作为叙利亚阿拉维派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 叙利亚阿拉维派的教义受到

基督教“神圣三位一体”（Ｄｉｖｉｎｅ Ｔｒｉａｄ）思想的影响。④ 其中，“一体”即独一无二的真

主，真主本质表现为阿里、先知穆罕默德、波斯人萨尔曼（Ｓａｌｍａｎ）三种位格形式。⑤

１３１７ 年，伊本·泰米叶（ Ｉｂｎ Ｔａｙｍｉｙｙａｈ）发布法特瓦将叙利亚阿拉维派信仰列为“不

信道者”（Ｋａｆｉｒ），此后 ６００ 年叙利亚阿拉维派穆斯林被迫对自身信仰进行隐藏，避免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宗教导师是阿莱维派信仰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意为阿莱维派穆斯林社会的宗教领导人，其功能包括

领导阿莱维派的社会和宗教事务；主持宗教仪式；提供法律裁决和冲突仲裁；主持阿莱维派婚姻、葬礼以及教

育、法律等事务的指导。 阿莱维派宗教导师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序列和任职资格条件限制，宗教导师必须具备对

阿莱维派宗教信仰体系内容娴熟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杰姆”是土耳其阿莱维派穆斯林从事宗教文化活动的聚集场所，通常阿莱维派在杰姆举办宗教节

庆、文化仪式、舞蹈、音乐等文化活动。 目前土耳其政府尚未承认杰姆的合法地位，杰姆地位问题因而成为阿莱

维派问题和解的主要障碍之一。
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再传弟子继续传播其宗教思想，努赛尔的第三代学生赛

义德·侯赛因·伊本·哈马丹·卡西比（Ｓａｙｙｉｄ ａｌ⁃Ｈｕｓａｙｎ ｉｂｎ Ｈａｍｄａｎ ａｌ⁃Ｋｈａｓｉｂｉ）在阿勒颇的传教活动吸引了

一名巴勒斯坦宗教学者阿布·赛义德·麦蒙·塔巴拉尼（Ａｂｕ Ｓａｉｄ ａｌ⁃Ｍａｙｍｕｎ ａｔ⁃Ｔａｂａｒａｎｉ），塔巴拉尼接受了卡

西比的宗教思想后，１０３２ 年前往当时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拉塔基亚地区传教。 塔拉巴尼通过传教和著书立说

对当时拉塔基亚地区沿海农村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宗教思想成为了叙利亚阿拉维派信仰

的基础。
“神圣三位一体”的表述只是说明了叙利亚阿拉维派核心教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与基督教的“三位

一体”思想并不相同。 阿拉维派“神圣三位一体”思想强调阿里这一位格的特殊性，因此后来从努赛里教派更名

为阿拉维派。 在文化上，叙利亚阿拉维派深受叙利亚东方基督教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拜物教等其他宗教文化的

影响。
Ｙａｒ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Ｎｕｓａｙｒｉ⁃Ａｌａｗ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０， 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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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宗教迫害。 “努赛里”作为叙利亚阿拉维派的教派名称使用一直延续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为便于和其他伊斯兰教教派开展交往，特别是为得到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

的承认，①叙利亚阿拉维派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从“努赛里”更名为“阿拉维”。 需要指

出的是，目前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居住着近 ２００ 万叙利亚阿拉维派穆斯林②，该群体的

形成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代土耳其与叙利亚两国边界划定和亚历山大勒塔③

归属争端有关，其在教派认同、语言（阿拉伯语）、教义和宗教传统上与叙利亚境内的

阿拉维派保持一致。

相比较而言，土耳其阿莱维派信仰表现出显著的苏菲主义和神秘主义特征，它

起源于 １３ 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兴起的苏菲神秘主义宗教运动，形成于 １５ 世纪末 １６

世纪初，信仰群体主要是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扎扎人（Ｚａｚａｓ Ｐｅｏｐｌｅ）等族群。 在教义

和宗教实践方面，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其他什叶派支派一样，都将阿里视为第一代伊

玛目，同时融合了安纳托利亚地区苏菲神秘主义及非伊斯兰教的宗教观念和实践。

不同于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其他教派，阿莱维派更强调神秘主义的诗歌、音乐、舞

蹈和杰姆仪式，体现出世俗主义的特征。 而叙利亚阿拉维派信仰融合了诺斯替教

（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ｓｍ）、拜物教（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基督教等中东古代宗教文化传统。 其特点有三：

首先，坚持循环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有七次循环和灵魂转生现象（Ｔｒａｎ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ｌ）。 其次，拥有独特的生死观与星辰崇拜观念，认为生死与天空星辰有命运联系，

今生有德之人死后将成为天上星辰。④ 最后，每年庆祝圣诞节、圣灵降临节等具有基

督教特点的节庆。⑤

由于土耳其阿莱维派在教义上的融合性和文化上的世俗性，及其与波斯萨法维

王朝之间的模糊联系，导致该派被奥斯曼帝国视为“异端”⑥，并在数百年内长期遭

受宗教歧视。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阿莱维派数百年的

自我封闭状态得以终结，阿莱维派转而积极参与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民族独立

战争。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Ｔａｍｉｍｉ Ａｙｍｅｎｎ Ｊａｗａｄ， “Ａｎｔｉ⁃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２４ ／ ａｎｔｉ⁃ｉｓｌａｍｉｓｍ⁃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ｃｉ，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Ａｙｆｅｒ Ｋａｒａｋａｙａ⁃Ｓｔｕｍｐ， “Ｔｈｅ ＡＫＰ，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 ６３．

即今土耳其哈塔伊地区。
Ａｓｌａｍ Ｆａｒｏｕｋ⁃Ａｌｌｉ， “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ｓ Ａｌａｗ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Ｌａｒｋｉｎ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ｌａｗｉ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Ｗａｒ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ａ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５， ｐ． ２９．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Ｔａｎｉａ Ｄｕｎ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ｊ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ａｗｉ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ｏ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ＶＩ，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１０４．
关于安纳托利亚地区阿莱维派的“异端”问题，参见 Ａ．Ｃ．Ｓ． Ｐｅａｃｏｃｋ， Ｂｒｕｎｏ Ｄｅ Ｎｉｃｏｌａ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Ｎｕｒ

Ｙｉｌｄｉｚ， ｅｄ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２３－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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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耳其阿莱维问题的产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实行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使土耳其转变为世

俗化的新型民族国家。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摧毁了奥斯曼时代的教团

势力，实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和监管，这对阿莱维派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土耳其共和国结束了奥斯曼帝国时期长期针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视政

策，阿莱维派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和宗教依附地位。① 凯末尔改革摧毁

了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宗教体制，将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中剥离，土耳其社会呈现

出世俗化特征。 在此背景下，凯末尔政府许诺给予阿莱维派平等的公民权利。② 虽

然凯末尔政府的世俗化进程和现代化改革并未在宗教和文化上实现对阿莱维派的

完全承认，但相对于奥斯曼时期的宗教歧视和充满张力的教派冲突，阿莱维派群体

至少获得了公民权和群体安全的制度保障，这也成为该派支持凯末尔现代化改革的

主要动力。③

另一方面，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否定了阿莱维派所依托的宗教多元基础，同质

化的改革逐渐侵蚀了阿莱维派的信仰体系，使其陷入宗教身份认同的困境。 其一，

１９２５ 年凯末尔政府宣布取缔贝克塔什教团，这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情感造成了伤害，
使阿莱维派丧失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宗教认同形式。 其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否

定了阿莱维派不同于逊尼派信仰体系的宗教特征，使阿莱维派信仰成为“沉默的宗

教少数派”，在土耳其公共领域中被刻意地忽视。 其三，凯末尔推行的国家建构计划

试图构建同质化的土耳其民族（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强调土耳其民族信仰与践行逊尼派

哈乃斐教法学派思想，保持世俗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④阿莱维派信仰体系的“逊尼

化”（Ｓｕｎ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压力成为其维系身份认同的主要挑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土耳其阿莱维派先后经历了传统宗教实践衰落、意

识形态左翼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冲击等考验，这与二战后土耳其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

进程密切相关。 首先，二战后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了传统阿莱维派社会，城市化和工

业化的迅猛发展导致阿莱维派青年被城市社会边缘化。 城市化移民浪潮改变了阿

莱维派青年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认知，进而导致阿莱维派传统的宗教实践趋于衰败。

其次，左翼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动员契合阿莱维派摆脱社会边缘状态的诉求，这使得

·２９·

①
②

③

④

李艳枝：《试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特征及处境》，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７５ 页。
Ｎｉｌ Ｍｕｔｌｕｅｒ， “ Ｔｈｅ Ｌｏｏｍｉ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ｌｅｖｉ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 １４８．
Ｂａｙｒａｍ Ａｌｉ Ｓｏｎｅｒ ａｎｄ Şｕｌｅ Ｔｏｋｔａş， “Ａｌｅｖｉｓ ａｎｄ Ａｌｅ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Ａｌｅｖｉ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 ４２１．
Ｔａｌｈａ Ｋｏｓ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ｏｆ ‘ Ａｌｅｖ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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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维派出现了左翼化的政治转向。 由于这一时期土耳其社会中的左翼思潮和右

翼思潮对立日益加剧，极端右翼势力将阿莱维派视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威胁之一，

这导致阿莱维派再次陷入社会安全困境之中。

二战结束后，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土耳其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 １９５０ 年，

土耳其民主党（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Ｐａｒｔｙ）的阿德南·门德列斯（Ａｄｎａｎ Ｍｅｎｄｅｒｅｓ）赢得大选，开

启了土耳其的民主化时代。 门德列斯上台后对土耳其经济实施激进改革，城市化致

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涌向西部城市。① 这一时期，土耳其发生了重大社会变革，

人口快速增长、教育普及化、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浪潮

极大地冲击了阿莱维派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封闭聚居的特征，传统的阿莱维宗教观

念、实践和价值观逐渐坍塌。

现代化浪潮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传统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 传统阿莱维派主要

聚居于安纳托利亚乡村地区，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封闭，宗教实践及社会关系主

要由宗教导师决定和监督。 现代化引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阿莱维派青年逐渐向

城市或城镇地区移民，这使得传统的宗教实践与社会关系难以维持，宗教导师失去

了规范阿莱维派穆斯林宗教实践和向其传授宗教观念的环境和渠道，作为宗教活动

中心的杰姆无法有效发挥其功能，这对阿莱维派信众和导师同时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一，阿莱维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发生断裂。 城市化后的阿莱维派群体世俗化程度大

幅提高，青年一代逐渐放弃传统宗教实践，这一现象在海外阿莱维派社群中尤其突

出。 其二，阿莱维派宗教导师的权威被严重削弱。 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导致宗

教导师的社会功能和宗教功能被现代社会日益分解和取代，职业教师和世俗法庭的

法官取代了传统宗教导师的职能，导致后者在阿莱维派社会中的权威迅速下降。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土耳其的社会转型导致阿莱维派的政治意

识形态出现左翼化转向。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土耳其军方认定民主党严重越权和违反宪

法，遂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党政府，新上台的军政府制定了新宪法，推行政治自

由化，防止一党独大现象再次出现。 自由化的政治环境使阿莱维派积极投身土耳其

的左翼政治运动。 现代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结构和传

统社会秩序，阿莱维派群体的政治偏好逐渐由右翼向左翼转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

期前，阿莱维派群体在坚持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下，倾向于拥护土耳其民主党及

之后的正义党（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城市化浪潮改变了阿莱维派青年的宗教传统及价值观

念，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劳工职业角色促使阿莱维派向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向。

·３９·

① Ｓｔｅｆａ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ｌｅｖｉ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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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劳工组织弥补了阿莱维派青年缺失的社会经济安全，成为对

阿莱维派青年极具吸引力的组织方式。 其中，左翼政党土耳其工人党（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吸引了大量阿莱维派青年的加入，成为后者利益诉求的主要代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土耳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冲突日益加剧，

极端右翼势力多次针对阿莱维派平民发起暴力攻击，这成为刺激阿莱维认同觉醒和

发起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 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７ 年的大选中，极右翼政党民族运

动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异军突起，阿莱维派的左翼倾向引发了土耳其国内

极端右翼政党和组织的仇恨，安全威胁上升成为该时期阿莱维派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国家陷入政治动荡和极端化泥潭、经济形势日渐恶化的背景下，极端右翼政党将

库尔德人、阿莱维派和共产主义者视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三大威胁，导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阿莱维派不断遭受土耳其国内极端组织的攻击。①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极端

右翼分子先后在马拉提亚（Ｍａｌａｔｙａ）、锡瓦斯（Ｓｉｖａｓ）等地制造了四起针对阿莱维派

群体的暴力事件。

１９８０ 年，土耳其军方再次发动军事政变以平息国内剧烈的政治动荡，重建政治

秩序以矫正极端政治生态。 军方政变的另一个目的是根除左翼意识形态及其政治

组织对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政变后左翼政治组织纷纷被取缔，左翼意识形态

迅速走向衰落。 由此，失去左翼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形式的阿莱维派陷入了意识形

态真空，复归传统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成为当时阿莱维派维系其身份认同唯一可行的

道路，而政变后的自由化改革和宗教复兴趋势为阿莱维复兴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

环境。

二、 阿莱维复兴运动与认同政治的兴起

１９８０ 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进入社会全面改革时期。 土耳其政府在文化、教育

领域推进“土耳其—伊斯兰教融合”（Ｔｕｒｋｉｓｈ⁃Ｉｓｌａ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战略，将之作为全国学

生教育的指导原则。 土耳其军政府认为，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土耳其国内政治暴力源于

外来共产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这是社会稳定和青年教育中的潜在危险因

素。② 融合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传统的结合，后者宣扬逊

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思想，阿莱维派信仰体系的特殊地位未得到应有的承认。

·４９·

①

②

Ｓｔｅｆａ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ｌｅｖｉ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ｐ． １９．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ａｈ）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１９９７， 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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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土耳其的自由化改革促使阿莱维派提出了宗教与政治认

同的诉求。 在图尔古特·厄扎尔（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时代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

的推动下，土耳其社会兴起了复兴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浪潮，阿莱维派也随之发起

宗教与文化复兴运动。 宗教文化复兴促进了阿莱维认同的回归，进而推动了阿莱维

派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宗教文化复兴运动从文化认同追求逐步转化为政治认同诉

求，阿莱维问题在土耳其社会公共领域日益凸显。 阿莱维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外部挑战。 在国内外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发展的大背

景下，土耳其政府逐步改变了凯末尔时代严格的世俗化原则，转而实施土耳其民族

主义和伊斯兰教逊尼派传统的融合战略，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政党的兴

起；逊尼派主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从体制化和民众化两个维度对阿莱维派造成冲

击，认同危机、安全焦虑和教派冲突现象共同推动了阿莱维派以回归宗教文化认同

来回应外部挑战。

第二，厄扎尔时期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起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

动，阿莱维派在公共领域表达自身诉求的需求日益强烈。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

改革引发土耳其社会结构变动，阿莱维派社会地位被边缘化，这刺激了阿莱维派文

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兴起。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的城市化进

程，经济改革和教育发展使阿莱维派中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群

体，两者成为阿莱维宗教文化复兴和认同诉求的主要推动力量。①

第三，随着土耳其政府开放新闻媒体和在该领域实行私营化，阿莱维派积极通

过新闻媒体在公共领域表达诉求和推动身份认同的回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被称为土

耳其的“媒体革命时代”，新闻自由的开放引发传媒领域的爆炸式增长。 一方面，伴

随各类私营电视频道、广播电台的建立，阿莱维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通过创办杂志、电视、广播等方式传播自身的宗教

文化与政治诉求。 阿莱维派积极通过新闻媒体表达自身主张，打破政府话语霸权，

使得被隐藏了数十年的阿莱维问题再次成为公共领域的热议话题，阿莱维派也借此

复归了对自身宗教文化的认同。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通过不同的渠道宣传阿莱维问题和重构文化认同，阿莱维

复兴运动实现了迅速发展。 首先，新闻媒体为阿莱维派诉说集体记忆的历史苦难和

回归文化认同提供了平台，从国家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都出现了阿莱维问题的栏

·５９·

① Ｍｅｈｍｅｔ Ｂａｒｄａｋｃ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ｌｅｖｉ，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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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与主题。 阿莱维派也利用新兴的互联网传播自身的宗教文化。① 其次，市民社会

组织成为文化认同、宗教复兴和推动阿莱维问题发展的主要组织性力量。 主流的阿

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包括杰姆基金会（Ｃｅ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

协会（Ｐｉｒ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ｂｄ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等。 这些组织多以历史上著名的阿莱维派宗教学

者命名，旨在强化阿莱维派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意识。 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的目标

主要是复兴宗教文化与传统，介入与阿莱维问题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等。② 最后，

阿莱维派传统的宗教礼拜场所杰姆重新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阿

莱维派青年回归传统宗教文化成为主流。 在当代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和安卡

拉等大城市，杰姆不仅用于举行宗教仪式，也成为举办各种阿莱维派宗教和文化活

动、开展社会福利工作的公共空间。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阿莱维宣言》（Ａｌｅｖｉ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的发布是土耳其阿莱维复兴运动兴

起的重要标志，对阿莱维派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莱维宣言》是由

阿莱维派知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在报纸发表实名文章的形式发布的，公开谴责逊

尼派对阿莱维派的歧视与偏见，要求国家承认阿莱维问题存在的现实。 阿莱维派知

识分子通过这一宣言向国家提出了阿莱维问题的三大关键议题与核心诉求：第一，

对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宗教事务部进行改革；第二，在土耳其全国宗教义务

课程中加入阿莱维派的相关内容；第三，从法律层面承认阿莱维派宗教活动中心杰

姆的合法地位。 这是阿莱维派第一次公开向政府提出解决阿莱维问题，表达阿莱维

派自身的宗教与政治诉求，反映了阿莱维派身份认同的复归以及阿莱维文化复兴向

政治认同领域延伸的趋势，同时也体现了阿莱维派内部领导权从传统宗教精英向现

代知识精英的转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土耳其逊尼派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对阿莱维派群

体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教派冲突引发了多起恶性暴力事件。 例如，１９９３ 年 ７ 月针

对阿莱维派穆斯林的锡瓦斯事件共造成 ３７ 名阿莱维派穆斯林死亡。③ 这些针对阿

莱维派的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逊尼派极端势力将阿莱维派视为宗教“异

端”和推进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化的障碍；历史遗留的固有观念使逊尼派对阿莱维派

始终持有“他者”认知和误解；许多普通逊尼派民众对阿莱维派的宗教信仰、仪式和

·６９·

①

②

③

Ｏｍｅｒ Ｃａｈａ，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ｌｅｖ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 ３３２．

Ｎｉｌ Ｍｕｔｌｕｅｒ， “ Ｔｈｅ Ｌｏｏｍｉ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ｌｅｖｉ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４８－１４９．

Ｓｔｅｆａ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ｌｅｖｉ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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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也充满疑虑或认知偏差等。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针对阿莱维派的暴力冲突事件强化了阿莱维派的内部团结

和对外开展集体行动的意识。 这一方面推动阿莱维派结成统一性的市民社会组

织“阿莱维派团结联盟”（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ｅｖｉ Ｕｎｉｏｎｓ），并成为阿莱维派各组织间的最

高协调机构；另一方面使阿莱维派逐步认识到政党组织的重要性，并于 １９９６ 年成立

了和平党（Ｐｅａｃｅ Ｐａｒｔｙ）。

三、 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及其现实障碍

２１ 世纪初，土耳其国内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将阿莱维问题引入公共政治领域和建

立对话与和解机制的内外环境。 其一，库尔德问题暂时得到缓解，民族分离主义对

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得到有效遏制，促使土耳其社会开始反思国家建构进程中被

边缘化的少数族群问题。 １９９９ 年库尔德工人党（ＰＫＫ）领导人奥贾兰（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Ｏｃａｌａｎ）被捕后，土耳其社会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态度逐渐转向宽容。 同时，库尔德工

人党在土耳其社会引起的剧烈震荡，打破了自凯末尔时代建构起的理想型“一族一

国”模式②，土耳其国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其二，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赢得大选并上台执

政后，积极推行国内改革，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问题成为该党推行改革的重要议题，

国内政治氛围趋于宽松。 其三，１９９９ 年土耳其被列入欧盟候选国名单，少数群体权

利问题成为衡量土耳其能否入欧的重要标准，入欧谈判进程推动正发党政府积极建

立解决国内少数族群问题的和解机制。 在欧盟层面及其成员国内部，欧洲的阿莱维

移民社团也通过各种游说活动对欧盟及所在国施加影响，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和保

障阿莱维派群体的地位。

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是正发党政府旨在解决土耳其国内族群与教派问题、推进

国家民主化、加强国家整合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土耳其政府称之为“民主开放进

程”（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ＯＰ）。③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的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在法律层面

·７９·

①

②

③

关于土耳其逊尼派和阿莱维派之间的认知差异，土耳其学者曾以社会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研，参见

Ｈａｙｄａｒ Ｇöｌｂａşı ａｎｄ Ａｈｍｅｔ Ｍａｚｌｕｍ， “Çａｔışｍａ Ｏｄａɡ̆ıｎｄａ Ａｌｅｖｉ⁃Ｓüｎｎｉ Ｉｌｉşｋｉｌｅｒｉ ｖｅ Öｔｅｋｉ Ａｌｇıｓı，” Ｕｌｕｓｌａｒａｒａｓı Ｉｎｓａｎ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ｉ Ｄｅｒｇｉｓｉ， Ｖｏｌ． 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２０－３４５。

凯末尔时代构想的理想化“一族一国”模式源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观念，其意为将土耳其建设

为同质性的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国家，实际上土耳其是包括了族群多元特征的多民族国家，库尔德问题的长期

困扰是促使土耳其社会反思其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Ｍｕｒａｔ Ｂｏｒｏｖａｌｉ ａｎｄ Ｃｅｍｉｌ Ｂｏｙｒａｚ，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Ａ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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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莱维派身份认同的复兴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建立扫清了障碍，这为阿莱维问题和

解进程的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２００３ 年，正发党政府推动议会修改市民社会组织组

建原则的相关法律，为阿莱维派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市民社会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和

政治基础。① 而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土耳其法律规定，以族群、宗教、教派、地区等原则组

建市民社会组织属于非法行为。 随着市民社会组织法律限制的解除，阿莱维派获得

了组织合法活动的权利，不再面临被强制取缔或禁止活动的风险。 土耳其政府还允

许以电视、广播等媒介公开宣传和普及阿莱维派文化传统。②

２００７ 年正发党再次赢得大选之后，土耳其政府对阿莱维问题提出了三阶段和解

进程方案，第一阶段计划通过国家财政向杰姆提供经济支持；第二阶段计划将杰姆

宗教场所的地位合法化；第三阶段考虑建立一个代表阿莱维派信仰的机构。 为加强

政府与阿莱维派的联系，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ｇａｎ）任命阿莱

维基金会联盟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ｅｖｉ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成员雷哈·卡穆罗格卢 （Ｒｅｈａ
Ｃａｍｕｒｏｇｌｕ）为总理处理阿莱维问题的顾问。

正发党政府启动的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核心机制是“阿莱维倡议”对话会

议（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该机制旨在畅通土耳其政府与主要阿莱维

派组织之间的沟通，促进双方围绕阿莱维派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诉求开展协商对话，
并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达成共识，推进阿莱维问题的和解。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正发党政府先后举办了 ７ 场“阿莱维倡议”对话会议，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和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等机构均派代表参加了对话和研讨活动。
２０１０ 年，土耳其政府发布《阿莱维倡议对话会议最终报告》 （Ａｌｅｖｉ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报告承认阿莱维问题亟待解决，并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相关建议。 第

一，报告认为阿莱维问题包括杰姆的宗教场所地位问题、宗教义务课程问题等涉及

土耳其宪法的相关规定，政府需要重新考虑相关立法障碍。 第二，报告承认阿莱维

派穆斯林有权获得宗教事务部的相关服务，后者需要进行组织重建。 第三，报告着

重指出宗教义务课程改革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改，提出建立多元化的宗教课程体系，
当前的宗教义务课程需要适应能够满足所有信仰的需求。 第四，报告进一步提出开

放 １９９３ 年锡瓦斯事件发生地的马蒂马克宾馆（Ｍａｄｉｍａｋ Ｈｏｔｅｌ），允许阿莱维派穆斯

林举行悼念活动，杰姆应当获得合法地位和应有的相关保障，国家应提供水电等相

关基础设施服务。 第五，报告认为阿莱维派的阿舒拉节应当立法为官方节日，重新

·８９·

①

②

Ｂａｙｒａｍ Ａｌｉ Ｓｏｎｅｒ ａｎｄ Şｕｌｅ Ｔｏｋｔａş， “Ａｌｅｖｉｓ ａｎｄ Ａｌｅ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Ａｌｅｖｉ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 ４２２．

Ｍｕｒａｔ Ｂｏｒｏｖａｌｉ ａｎｄ Ｃｅｍｉｌ Ｂｏｙｒａｚ，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Ａ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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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贝克塔什镇以满足传教需求等。①

“阿莱维倡议”的提出无疑是土耳其政府在阿莱维问题上的一大进步，但该倡议

的实际影响仍然很有限。 首先，“阿莱维倡议”的内容存在局限性，它既没有实现将

杰姆作为宗教场所合法化的目标，也没有将改革宗教义务课程从书面承诺转向实际

行动。 其次，“阿莱维倡议”提出后，土耳其社会中反对声音很大，阿莱维－贝克塔什

联盟（Ａｌｅｖｉ⁃Ｂｅｋｔａｓｉ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阿莱维文化协会（Ａｌｅｖ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皮尔·

苏尔坦·阿布达尔协会等阿莱维派组织也认为，该倡议未真实代表该教派实际诉

求，公开宣布抵制该倡议。 许多阿莱维派民众对此倡议也表示质疑。 战略思想研究

所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１４．９％的阿莱维派穆斯林对此倡议表示满意，５９．８％认为这

是正发党政府对阿莱维派推行的“逊尼化”策略。②

总体来看，正发党政府开启的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搭建起了政府与阿莱维派之

间的沟通机制，从国家层面承认了阿莱维问题的存在，认可了阿莱维派合法的宗教

与文化诉求，促进了阿莱维问题在公共领域的讨论。 然而，阿莱维派认同诉求的核

心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土耳其政府与阿莱维派尚未就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导致和解进程陷入停

滞。 其一，杰姆作为阿莱维派的宗教礼拜场所的地位问题是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推

进的主要障碍。 土耳其政府认为，承认杰姆作为宗教礼拜场所将打破清真寺作为穆

斯林唯一合法的宗教礼拜空间的规定，可能会造成阿莱维派脱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

的消极影响，进而会扩大土耳其逊尼派与阿莱维派之间的宗教差异。 对阿莱维派而

言，杰姆是他们举行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获得国家承认的合法地位意味着

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基础设施服务等。 其二，阿莱维派提出改变逊尼派对宗教

事务部的垄断局面，但未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积极回应。③ 土耳其政府认为，宗教事务

部对国家与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机构，阿莱维派提出的改革诉求并不合理。 阿莱维派

则认为，宗教事务部没有给予阿莱维派合理的话语权，且其成员以逊尼派为主，不能

有效维护阿莱维派的权益。 其三，阿莱维派提出在土耳其全国宗教义务教育课程中

增加有关阿莱维派信仰的内容。 土耳其政府认为土耳其穆斯林青少年有必要接

受“适当的宗教与道德教育”，避免被“消极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侵蚀。 阿莱维派则

认为，土耳其宗教教育课程内容以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思想为主，忽视了阿莱维

·９９·

①

②

③

Ｍｅｈｍｅｔ Ｂａｒｄａｋｃｉ，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Ｋ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 Ｔｉｇｈｔｒｏ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 ３６０．

Ｍｅｌｉｈ Ｕｇｒａｓ Ｅｒｏｌ，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 ８６．

Ｍｕｒａｔ Ｂｏｒｏｖａｌｉ ａｎｄ Ｃｅｍｉｌ Ｂｏｙｒａｚ，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Ａ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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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有的教义和信仰内容。

其次，阿莱维派的内部分化增加了和解进程的复杂性。 阿莱维复兴运动通过不

同渠道和手段重建阿莱维派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但这导致阿莱维派内部分

化为两种不同趋向的思想与政治派别。 传统宗教派（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认为，阿莱维派是伊斯兰教思想与实践形式的信仰体系，而逊尼派伊斯兰教受到了

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异化”，是糅合了先知时代并不存在的实践、原则等内容的信仰

体系。① 现代世俗派（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认为，阿莱维派是涵盖宗教、哲学、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非伊斯兰信仰体系，融合了萨满教、摩尼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

教和伊斯兰教等安纳托利亚与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要素。 在对待阿莱维和解进程

方面，传统宗教派主张接受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促进阿莱维派的宗教与文化

认同，推动杰姆的宗教礼拜场所地位的合法化，改革宗教事务部并接纳阿莱维派

代表，实现宗教义务课程内容与阿莱维信仰的调适。 相较于传统宗教派的温和诉

求，现代世俗派则认为土耳其国家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原则与土耳其社会现实之

间存在矛盾，将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关系形容为 “消极的世俗主义” （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现代世俗派的自由世俗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思想认为，国家应

对所有宗教持中立立场，国家机构和资金援助等服务应无差别、平等地对待所有

宗教和教派。 虽然传统宗教派和现代世俗派阿莱维派的立场存在差异，但两派都

追求阿莱维派信仰体系的自由、平等地位，反对被逊尼派信仰体系边缘化，试图重

建阿莱维派群体的宗教与文化认同。 正发党政府在阿莱维和解进程中更倾向于同

传统宗教派开展合作，而现代世俗派对正发党的和解倡议态度表现消极。 阿莱维

派的内部分化弱化了阿莱维和解进程协商机制的功能，增加了解决阿莱维问题的

难度和复杂性。
再次，正发党政府与阿莱维派之间存在现实矛盾。 其一，正发党政府与阿莱维

派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１３ 名曾参与锡瓦斯事件的嫌疑犯被土耳

其法庭以超过法律追诉期为由无罪释放。② 阿莱维派组织和民众发起示威活动，抗
议法庭的裁决结果。 作为阿莱维派集体记忆的锡瓦斯事件再次进入土耳其社会的

公共视域，锡瓦斯事件审判结果加剧了正发党与阿莱维派之间的矛盾。 其二，正发

党政府对叙利亚危机的应对政策引起阿莱维派的不满，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政府积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自由军”等叙利亚

·００１·

①

②

Ｔｏｒｄ Ｏｌｓｓｏｎ，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Öｚｃｌａｌｇａ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Ｒａｕｄｖｅｒｅ， ｅｄｓ．， Ａｌｅｖ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ｐ． ５９－７３．

Ｍｅｈｍｅｔ Ｂａｒｄａｋｃ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ｌｅｖｉ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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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组织。 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宗教

情感，正发党政府的对叙政策和相关舆论环境引起土耳其国内阿莱维派的异议。 正

发党政府在舆论上强调叙利亚政权被叙利亚阿拉维派统治的宣传，强化了土耳其国

内保守逊尼派把土耳其阿莱维派作为“内部威胁”，以及把叙利亚阿拉维派作为“外
部威胁”的认知①，导致土耳其阿莱维派群体被污名化。 同时，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

导致国内阿莱维派担忧教派矛盾再次集中爆发②，进而对土耳其阿莱维派的群体安

全造成挑战③，安全隐忧引发阿莱维派对正发党政府教派立场产生质疑，并对逊尼派

极端势力高度警惕。
最后，正发党与阿莱维派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偏好方面的差异，使阿莱维问

题与土耳其政党政治格局产生了复杂的关联性。 正发党是土耳其温和伊斯兰政党

的代表，具有保守主义倾向；阿莱维派是凯末尔共和世俗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政治

上支持共和人民党。 正发党和阿莱维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两者间难以建立

起政治互信和真正的合作关系，加大了阿莱维和解进程推进的难度。 近年来土耳其

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已引起世俗的阿莱维派的强烈担忧。④

四、 结　 语

凯末尔的世俗化与现代化改革解除了奥斯曼帝国时期针对阿莱维派的宗教歧

视政策和政治压迫，使其脱离了宗教“异端”身份，土耳其阿莱维派群体成为共和制

度和世俗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共和政府的世俗化改革及其对宗教的控制极大

地冲击了传统的阿莱维派宗教体制，阿莱维派群体还面临被“逊尼化”的身份认同危

机。 因此，土耳其世俗主义原则与维护自身宗教认同之间的冲突，导致阿莱维派内

部出现分裂。 究其根源，土耳其学者塔尔哈·科塞（Ｔａｌｈａ Ｋｏｓｅ）认为，土耳其阿莱维

派以及国内其他民族或宗教少数派的传统型族群或宗教认同，与现代土耳其国家建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ｒｙａ Öｚｋｕｌ， “Ａｌｅｖｉ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Ｉｓｓ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ＫＰ Ｒｕｌ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 ９１．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土耳其国内曾多次发生逊尼派极端分子针对阿莱维派的暴力袭击事件。
近年来，土耳其国内逊尼派极端势力和逊尼派保守势力再次质疑土耳其阿莱维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之间的关

系，甚至称土耳其阿莱维派是国家的“内部威胁”，教派冲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隐忧引发了土耳其阿莱维派对自

身安全的担忧。
Ａｙｆｅｒ Ｋａｒａｋａｙａ⁃Ｓｔｕｍｐ， “Ｔｈｅ ＡＫＰ，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ｐ． ６３－６４．
Şｅｂｎｅｍ Ｃａｎｓｕｎ， “ Ｔüｒｋｉｙｅ ｄｅ Ａｌｅｖｉｌｅｒ ｖｅ Ｓｉｙａｓｉ Ｐａｒｔｉｌｅｒ Ｉｌｉｓｋｉｓｉ： 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 Ｇａｚｅｔｅｓｉ Üｚｅｒｉｎｄｅｎ Ｂｉｒ

Ｉｎｃｅｌｅｍｅ，” Ｓｏｓｙａｌ ｖｅ Ｂｅｓｅｒｉ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 Ｄｅｒｇｉｓｉ， Ｖｏｌ． 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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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程中的理想型民族认同存在原则性冲突。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土耳其社会转型和政治

动荡，土耳其阿莱维派经历了传统社会解体与宗教传统衰落等挑战，甚至陷入群体

性社会安全困境。 在 ８０ 年代自由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下，以回归传统信仰体系、重建

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为主要目标的阿莱维复兴运动逐渐兴起，此后逐步演变为认同

政治，使阿莱维派开始以身份认同为基础提出宗教地位平等的诉求，《阿莱维宣言》

的发布成为其重要标志。

２１ 世纪以来，土耳其正发党政府积极推动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从法律层面实

现了阿莱维派市民社会组织的地位合法化，建立了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对话机

制，首次从国家层面承认了阿莱维问题的存在。 但是，土耳其政府与阿莱维派之间

尚未就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中的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和解进程实际上陷入了停滞。

与此同时，阿莱维派内部政治派系的分化增加了和解进程的难度。 正发党政府与阿

莱维派在阿莱维历史问题、对叙利亚政策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分歧。 未来阿莱维问题

的解决仍取决于正发党政府和阿莱维派在核心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以及如何推进

和解进程与对话机制。

２０１８ 年，土耳其政府释放出推动阿莱维问题和解进程的积极信号，总统埃尔多

安明确表示要给予杰姆合法化地位，政府将寻求与阿莱维派代表进一步协商对话。②

当年 ６ 月，时任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Ｂｉｎａｌｉ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在与阿莱维派代表

会谈后表示，支持给予杰姆合法化的宗教礼拜场所地位。③ １０ 月 ２０ 日，土耳其宗教

事务部部长阿里·艾尔巴什（Ａｌｉ Ｅｒｂａş）造访土耳其东部城市通杰利（Ｔｕｎｃｅｌｉ）的杰

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杰姆的土耳其宗教事务部长。④ 这似乎表明，土耳其阿

莱维问题的关键议题正向着可能取得突破的积极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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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ａｌｈａ Ｋｏｓ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ｏｆ ‘ Ａｌｅｖ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 ５９８．

“Ｅｒｄｏɡ̆ａｎ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ｆ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ｅｒｄｏｇａ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ｍｏｒ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ｔｒｏ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ｆｔｅｒ⁃ｊｕｎｅ－
２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３２３４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Ｍ Ｂａｃｋ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Ａｌｅｖｉ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ａｄｏｌｕ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ｕｎｅ １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ａ． ｔｒ ／ ｅｎ ／ ｔｏｄａｙｓ⁃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 ｔｕｒｋｉｓｈ⁃ｐｍ⁃ｂａｃｋｓ⁃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ｆｏｒ⁃ａｌｅｖｉ⁃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ｌａｃｅｓ ／ １１７６７５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 Ｃｅｍｅｖｉ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ｈｖａｌ Ｎｅｗ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ｈｖａｌ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ｌｅｖｉ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ｔｕｒｋｅｙ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ｉｓｉｔｅｄ⁃ｃｅｍｅｖｉ⁃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